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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将辽代的墓内祭奠与图像配置方式和先前汉唐间的主流情况进行对比，指出其新形成的

特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祭奠空间从以象征墓主灵魂的“神位”或墓主正面像为中心，转变为以墓主遗体为中

心；二是整座墓葬通过壁画图像配置等方式，从仿效现实居宅的堂、寝转变为仿效庭、堂。这种转变与河北地

区晚唐墓葬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同时，辽政权对佛教的推崇以及密宗“即身成佛”信仰的流行，可能是促使其较

普遍流行于辽代上层墓葬的文化动因。 
  
辽是由兴起于辽河流域的游牧民族契丹，在唐帝国灭亡 9 年后（916 年）建立的统辖长城南北的政权。

由于契丹族是在南下接触到汉地文化习俗后才开始行土葬并砌筑室墓，因此学界在探究辽代墓葬文化时，多言

及其对汉地唐制的沿袭和仿效［1］。然而，辽对唐文化的学习绝非照本宣科。辽初统治者在参酌汉人典章草创

各种文物制度与仪则法规时，又充分尊重了契丹民族的特点［2］；与此同时，一些悄然酝酿于河北地区晚唐墓

中的新兴文化因素，经有辽一代持续滋长，最终发展为被高等级贵族墓所采纳、且具有转折意义的新特征，对

于研究中国墓葬文化由中世向近世的过渡有较高学术价值。本文选取丧葬习俗及礼制的重要直观表现——墓内

祭奠与壁画图像的配置为考察对象，通过与汉唐间的主流情况进行对比，揭示辽墓在这两方面所呈现出的新意，

并尝试对其渊源及背后的文化动因做出解释。文章或有参考未备、论断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从考古发现看辽代的墓内祭奠与图像配置方式 
  
目前所见最早的契丹贵族纪年墓，是葬于辽太祖天赞二年（923 年）的赤峰宝山 1 号墓［3］。该墓为圆

角方形砖砌仿木构单室墓，墓室正中偏后建房形石椁，石椁正面两侧过梁下各设一道木门，在墓室整体范围内

分隔出了门道过渡空间、环绕石室的外部回廊空间和石室内部空间。墓室及石椁内外均满绘壁画。（图一）就

墓内祭奠与图像配置方式而言，该墓所呈现出的特征可归结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石椁内后壁绘厅堂图，画面中央为放置在长方形地毯上的靠背座椅和几案，几案右侧为悬挂的弓

囊、箭筒和宝剑，椅背右侧挂拂尘、后侧为斜倚的一张弓和三支羽箭。（图二）内西壁绘高逸图。内东壁绘汉

武帝降真图。巫鸿指出：石椁正壁的厅堂图“所表现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室内景象，而是象征墓主灵魂所在的‘位’”；

虽然画面中无人落座，但“桌几上所摆放的盘、碗、筷和高足盏，又暗示了这个座椅并不是‘空’的，而是承载着

墓主的灵魂，暗示着他正在享用着永不竭尽的供奉”［4］。以“神位”象征接受祭奠的墓主灵魂的做法古已有之，

在先前汉人墓葬内多表现为由帷帐界定的空座［5］。宝山 1 号墓的厅堂图可视为先前多由帷帐界定的三维“神

位”的二维呈现，而更意味深长的是，这幅厅堂图紧邻尸床，尸床上则罩有木雕彩绘小帐。这样，二维的“神位”

与三维的躺于小帐中的死者遗体产生了互动，“形成了一个处于‘主位’的共同体”［6］；再辅以两侧壁表达得道

升仙愿望之超现实主义图像的烘托，就于陈尸之所内构建起了一个墓主在场的祭奠空间。 
  
其二，石椁为在墓室内砌筑而成，不可移动，并且通过正面两侧过梁下设置的木门与墓室结为一体，从

而打造出了“室中套室”的空间结构。石椁内壁绘制的图像如前所述，处于中心位的厅堂图明确反映了这一空间应

为现实宅院中“堂”的象征。墓室壁面上则主要绘有侍奉图、宴桌图、犬羊图、牵马图等，后几种动物形象显然不

会出现在室内，而应当是庭院场景的表现。因此可以说，整座墓葬通过壁画图像的配置，形成了对现实居宅庭、

堂二元结构的仿效。 
  
使用房形椁的宝山 1 号墓在辽墓中尚属特例［8］，但其展现出的墓室布局方式，即以墓主遗体为中心构

建墓内祭奠空间和以壁画图像在墓内表征庭、堂二元结构，却在辽墓尤其是贵族墓中屡见不鲜。首先，契丹墓

葬中常见一类木构覆尸建筑——小帐，李清泉认为其应是“以汉民族祠堂建筑为蓝本，并吸收了部分佛教建筑元

素的木构覆尸仪物”［9］（图三），在死者下葬前曾作为地面上的殡攒用帐［10］，并起到界定死者社会等级、

象征死者高贵身份的作用［11］。显然，木构小帐与汉唐间流行的墓内帏帐具有相似的功能内涵，只是后者用

当中的空座象征墓主灵魂，前者却将遗体放入其中（宝山 1 号墓即如是）。其次，放置奠器的供桌多设于小帐

前或小帐内的尸床前［12］，进一步明确宣告了祭奠对象就是死者遗体。如辽耶律羽之墓在琉璃砖尸床上罩以

柏木制小帐，地面置石供桌［13］；法库叶茂台辽墓葬具为木构小帐和石棺，小帐前设石供桌，上有十余件瓷

碗、罐和漆钵等，盛有桃李的余核和含有松子的松塔等供品［14］；哲里木盟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未见小帐，

但砖砌尸床上原应张设有幔帐，尸床前是用条砖砌制的长方形供台，上置金花银盒、银长盘、木鸡冠壶、铜盆

等物［15］。 

 

 



  
同时，上述墓室布局方式在辽境内的汉人墓葬中亦可见到。如宣化下八里村 M7 和 M10［17］，两者均

为前后双室墓，随葬品全出于后室之中，棺床前为一大木桌，旁侧还有小木桌和椅子，大小桌面上均摆满奠器。

（图四）M7 前室东壁绘备茶、童嬉图，西壁绘散乐图；后室东壁绘持盏侍女、文房四宝、芦苇仙鹤图，西壁绘

燃灯侍女、妇人启门、芦苇仙鹤图。M10 前室东壁绘备茶图，西壁绘散乐图；后室东壁绘持巾持镜侍女、文房

四宝、芦苇仙鹤图，西壁绘燃灯侍女、经卷经案、芦苇仙鹤图。（图五）供桌的位置已将祭奠活动中心明确指

向了墓主遗体；而后室壁画的图像配置，加之小木桌椅的陈设，更暗示了这一空间应为供墓主在地下起居活动

的“堂”。至于前室内的备茶和散乐表演场景，据李清泉考证可能是对现实祭祠活动中进盏仪式和乐舞演出的复刻

［18］，后两者都是在庙宇殿前举行，因此前室空间应象征了堂前露天之“庭”。这种“前庭后堂”的结构，在原理

上与宝山 1 号墓的“外庭内堂”并无分别。 

 

 

 
  
综而观之，以墓主遗体为中心构建墓内祭奠空间和以壁画图像在墓内表征庭、堂二元结构的布局方式，

在辽代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适性（契丹人与汉人墓葬中皆可见到）。更值得关注的是，其与汉唐间的主流墓室布

局方式大相径庭，可谓辽代墓葬文化的创新性特征之一。 
  



二、汉唐间主流墓内祭奠与图像配置方式回溯 
                      
关于汉唐间墓内祭奠与壁画图像的空间布局表现，学界已有相当充分的研究［19］，其基本面貌已得廓

清。本文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汉唐间的相关情况做一概述，并就一些特殊现象单独予以解释。 
  
总体而言，汉唐间的墓内祭奠空间，是以墓主灵魂的象征——墓主“神位”或墓主正面像为中心的。用以标

志墓主“神位”的帷帐座一般置于多室墓的前室或中室内，如满城一号西汉刘胜墓中室中央设有两个由金属支架和

丝织帷幕构成的空座，在其前方及四周成行排列器物和陶俑等［20］。（图六：1）而死者的遗体则被安放于不

受打扰的后室之中，形成与现实居宅相似的“前堂后寝”格局。汉末魏晋单室墓逐渐取代多室墓后，本来单作一室

的前堂改为了一室之前部，棺木多横向紧贴墓室后壁放置，如洛阳厚载门街的几座西晋墓，帷帐座多位于棺木

之前［21］。北魏洛阳时代至东魏北齐时期，墓室空间布局经历了一次重大调整，棺位从墓室后部中央被移至

墓室西部［22］。与之相应，帷帐的位置被移至墓室东部，如太原北齐库狄迴洛墓出土石柱础共 4 件，位于木

椁东边也就是墓室东部稍偏北［23］。（图六：2）及至唐代，《通典·丧制》引《大唐元陵仪注》载，“既大敛，……

引梓宫就西闲。……櫕事讫，所司设灵幄于櫕宫东”［24］，可见北朝晚期形成的棺位在墓室西部、以帷帐为标

志的祭奠空间在墓室东部的布局方式成为了官方定制。 
 

 



 



 

不论多室墓还是单室墓，不论前后抑或东西安排，作为祭奠空间的“堂”与安放棺椁的“寝”相互分离，可谓

汉唐间墓室布局一以贯之的大原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汉人传统礼制观念中，尸体既不能作为吊丧中灵魂

的象征，也不能作为死后“生活”的主体，“尸之为言失也，陈也，失气之神，形体独陈”［25］。可以在“堂”上继

续地下生活并接受生者凭吊的是以其他方式实现“再现”的墓主灵魂。而沉睡于静谧且私密的“寝”中，则是断绝生

机之肉身的最终归宿。 
  
至于汉唐间的墓室壁画图像，也主要是为配合祭奠空间的布置而设计安排的。在早先流行的多室墓中，

壁画绘制的重心是墓主“神位”所处的前、中室，陈棺的后室多为素面，有些绘制少量象征内寝的物品。如酒泉丁

家闸 5 号墓，前室壁画图像异常丰富，顶部绘复瓣莲花，下以土红色宽带为界分为五层，分别描绘了以东王公

和西王母为中心的天界场景、表现墓主燕居行乐和庄园内农夫僮仆劳作的人间场景以及以龟为象征的地下场景；

而后室内却仅绘少量日用器服的图像（图七）［26］。此外，墓内还有另一个影响壁画图像配置的要素，也就

是前文提及的另一种墓主灵魂的再现方式——墓主正面像。汉魏晋时期，此类图像往往绘于墓葬中轴线以外的

耳室或小龛内，壁面的图像围绕正面端坐帷帐中的墓主形象展开，多表现墓主被侍奉进行宴饮之场景，有时还

配合以案、盘、耳杯等馔饮器具，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封闭、自成系统的祭奠空间。如安平逯家庄东汉墓中室右

侧室内，南壁绘墓主正面端坐于帐中，后有男女侍者；东壁绘属吏谒见；西壁绘伎乐；北壁东侧绘门吏、西侧

绘庄园建筑［27］。韦正指出这个小空间多位于整座墓葬的西南隅，可能是礼制文献中长老所居之“主奥”位的

具象表现［28］。这里还想强调的是，无论以墓主正面像为中心的祭奠小空间存在与否，后室作为藏尸之所的

沉静肃穆都是不受打扰的。 
  
然而，在单室墓取代多室墓的时代潮流中，壁画图像配置却不像祭奠空间和棺位一般较顺畅地完成了布

局转换，而是一度出现了相当混乱的局面。值得特别予以说明的是北魏平城时代几座使用房形椁的墓葬。这几

座墓葬的图像是绘制于房形椁的壁面上，并且在椁室正壁（内后壁）还出现了墓主正面像。虽然很容易让人将

之与宝山 1 号墓的石椁相联系，但二者从建造方式上即存在质的差别。北朝的房形椁是完整、独立、可移动的

设施；而宝山 1 号墓的椁室是砌筑于墓室内，与墓室连为一体，不可移动。另外，具有祭奠礼仪中心内涵的墓

主像被绘于葬具中，并不意味着平城时代的墓内祭奠对象变为了墓主遗体。在大同智家堡北魏石椁和解兴石堂

的正壁上，用于献祭的食具、酒具都以图像的方式与墓主帐下正面坐像共存［29］，（图八：1）这样的图像组

合明确反映了祭奠的对象是壁面上的墓主画像。至于未绘制墓主正面像的房形椁墓葬中，除死者随身佩带之物

外的其他随葬品也不会被放入椁室内。如在大同北魏宋绍祖墓中，镇墓兽、镇墓武士俑以及供桌、漆盘等奠器

出于房形椁前廊内外，更多的彩绘陶俑由前廊南侧一直延续摆放至石椁两侧［30］；大同北魏贾宝墓的木椁室

前廊下残存木几案痕，上置大漆盘和石墓碑各 1 件［31］。（图八：2）上述墓例都可证明，此时的祭奠对象

依然是借由其他替代品（墓主正面像或墓碑）实现“再现”的墓主灵魂。而实物随葬品不入椁室，或许就是出于不

打扰逝者安息的考虑。但是，这种布局方式毕竟存在容易将安放遗体之场所与祭奠场所相混淆的问题，因此很

快即被舍弃。至北齐时，同样使用房形木椁的库狄迴洛墓采用了于墓室西部置葬具、东部张设帏帐的布局方式

（图六：2），堂、寝区分泾渭分明，彻底消除了可能将死者尸体当作祭奠礼仪主体的误解。 
 

 



 



  
虽然将墓主正面像绘于房形椁正壁的做法只是昙花一现，但此类图像并未消失，反而在东魏、北齐时发

展为了墓室壁画的中心——高等级墓葬中的壁画布局几乎都为正壁（后壁）绘墓主像，两侧壁分绘牛车、鞍马

和男吏女侍［32］。然而这样的图像配置方式，又与张设在墓室东部的帷帐产生了抵牾。亦即，由帷帐界定的

位于墓室东部的“神位”，和绘于墓室正壁的墓主帐下正面坐像，究竟哪个才是祭奠礼仪的中心？北齐国祚短暂，

矛盾终其一朝也未得到较好的解决。李唐帝国建立后，统筹完善各项文物仪章，一方面承袭了北朝棺位在西、

祭奠空间在东的布局方式；另一方面将以牛车、鞍马为代表的展现墓主出行时宅第门外准备内容的图像全部移

至墓室外，同时舍弃了在墓室正壁绘墓主正面像的做法，代之以在靠近棺位的墓室西壁绘制屏风图等可与之相

协调的居室化图像［33］。为数不多的双室墓依旧延续“前堂后寝”的格局，图像配置仍以前室为主［34］。综

而观之，唐墓壁画从表示宅第门外的墓道图像到表示宅第内室的墓室图像，“前后紧密连贯成为一个长卷式的既

和谐又简洁的整体”［35］。这便是唐代在继承和修正前朝规制的基础上，最终形成的合理连贯的墓室布局表达

模式。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在汉唐时期的墓葬内，祭奠空间主要以象征墓主灵魂的“神位”或墓主正面像为中心，

整座墓葬通过壁画图像配置等方式形成对现实居宅堂、寝二元结构的仿效，并且遵循着作为祭奠空间的“堂”与安

放棺椁的“寝”相互分离的大原则。至有辽一代，墓内祭奠空间则转变为以墓主遗体为中心，整座墓葬则转变为仿

效现实居宅的庭和堂，从而使辽墓呈现出与先前汉人墓葬迥然有别的新面貌。 
  
三、辽代墓内祭奠与图像配置新特征之渊源与动因试探 
  
2016 年，在河北平山发掘了唐哀帝天祐元年（904 年）王母村崔氏墓，与宝山 1 号墓年代相距不远且形

制结构颇为相似，为寻求辽墓渊源提供了新的线索。该墓为圆形砖砌仿木构单室墓，墓室北部为砖石混筑房形

椁，由须弥座和建于其上的房形建筑构成。（图九）墓室和椁室内均绘有壁画：椁室内后壁为通屏水墨山水画，

东、西两侧内壁为花卉画；墓室南壁以甬道入口为界，分为东、西壁，东壁左侧为备茶图，西壁右侧为备酒图，

中间紧邻甬道入口的两幅为捧物行走的侍女形象［36］。 
  
先前有关宝山 1 号墓的研究，基本认同其墓葬形制和壁画技法内容与晚唐五代河北地区墓葬有密切关系，

但对石椁的文化渊源还存在争议［37］。而王母村崔氏墓椁室的材质虽与宝山 1 号墓不同，但在“室中套室”的

建造方式和空间结构上却是与之最为相近者，或可说明宝山 1 号墓石椁的直接文化来源，仍然应为河北地区的

唐墓。 
  
不过，王母村崔氏墓的壁画图像配置，又与宝山 1 号墓有别。其椁室内的壁画模拟的是环绕床榻的屏风，

相当于“寝”；墓室中的壁画与饮食活动有关，相当于“堂”。这意味着，王母村崔氏墓只是将传统墓葬中的“前堂

后寝”转换为了“外堂内寝”，在单室墓有限的空间中实现了双室墓的空间划分。至于墓内祭奠情况，由于王母村

崔氏墓曾受盗扰，难以根据残留随葬品进行复原。但诚如前述，契丹建国前后的贵族葬制与河北地区晚唐墓葬

有密切关联，河北地区虽名义上属唐王朝的管辖范围，但由于远离当时的两京地区，中央管控势力相对薄弱，

政府规定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加之本身与北方游牧民族杂居或相邻，安史之乱爆发后又成为藩镇割据最为严重

的地区，故中唐以后与以两京墓葬为代表的主流面貌差别逐渐加大［38］。因此，有必要再对河北地区其他中

晚唐墓葬的情况稍做检视，考察是否存在辽墓新特征形成的伏笔。 
  
中晚唐时期，圆形墓（包括圆角方形、六角形等类圆形墓）在河北地区成为主流，葬具基本为棺床，位

于和墓门相对的一侧。这种棺床常有兼陈器物的作用［39］，如阳原金家庄 M1，死者头西南脚东北位于棺床

上，棺床西端放置有陶瓶、陶器座、漆盘、瓷灯碗以及很多鸡兔骨头，有的骨头置于陶盘内，其上用小盘相扣

［40］，明确地将祭奠对象指向了墓主遗体。另有墓葬是将随葬品紧邻棺床放置，如徐水沿公村 M1，瓷碗、



漆盘等置于棺床之下［41］。总体而言，河北地区的中晚唐墓中确实存在不少直接围绕死者构建墓内祭奠空间

的现象，似可视为辽代墓内祭奠方式的先声。 
  
然而，河北地区的唐墓多属中小型墓葬，其墓内祭奠方式能够为辽代上层墓葬所吸纳，恐怕不只由于地

缘接近，还应存在更深层次的思想观念方面的契机。从这一角度出发，风行于唐辽社会的佛教，或许可为解释

辽代墓室布局方式转变之动机提供一定的答案。 
  
约 7 世纪以降，随着佛教禅宗祖师崇拜的兴起和密教所宣扬的以此生之身“即身成佛”信仰的流行，同时作

为一切佛教活动的基本目标与终极关怀——涅槃的形象体现，佛教寺院陆续出现了高僧死后身体不坏的神话，

高僧的遗体开始被称作“真容”，进而生发了制作并供奉代表高僧不灭法身之真容像的风气。而安置这类僧人塑像

的地点，更多的是在埋葬僧人的墓塔而非寺院的方丈或影堂中［42］。在河北地区，盛唐以后，密教蔓延民间，

且唐会昌五年（845 年）的法难未及此地，故佛教日隆［43］。前述王母村崔氏墓椁室的形制，即是河北地区

浓厚佛教信仰氛围的凝结：其下部的须弥座台基多用于佛像、佛塔及其他佛教建筑，顶部装饰的山花蕉叶和摩

尼宝珠的组合多见于单层舍利塔顶部和石窟寺佛龛上方。发掘者指出，整座椁室的设计可能源于对方形单层覆

钵式塔的仿造，后者在安阳灵泉寺发现较多，多数为摩崖龛塔造型，实物只有两座烧身塔，为僧人葬具［44］。

如是观之，虽然王母村崔氏墓椁室壁画仍因袭传统内寝布置之旧，但其模拟墓塔的造型，昭示了其可能不仅是

墓主求得涅槃之场所，安息于其中的遗体或还可与高僧的不灭法身相比拟，由此透露出将墓主身体打造为可接

受祭奠之神圣偶像的征兆。至辽代，统治者奉佛教为国教且尤崇密教，“真身”崇拜和僧人制作真容偶像的丧葬习

俗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有增无减。事实上，在前文所举墓例中，宣化下八里村 M7 和 M10 使用了陀罗尼经咒木棺，

M7 木棺内葬有墓主夫妇的稻草真容偶像；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在死者面部罩有仿真容的金面具，或与佛教的

“金妆”有所关联［45］。这种风气很可能拉动了社会上对身体重视程度的整体提高，于是安放死者遗体的空间

彻底不再冷清，而是被打造成为生者在封墓前最后一次向死者隆重献祭的高堂。 
  
四、结语                           
  
通过将辽墓与先前汉唐墓葬内的主流布局情况相比较，可知辽代在墓内祭奠与图像配置方面形成的新特

征主要有二：一是祭奠空间从以象征墓主灵魂的“神位”或墓主正面像为中心，转变为以墓主遗体为中心；二是整

座墓葬通过壁画图像配置等方式，从仿效现实居宅的堂、寝转变为仿效庭、堂。两方面变革的背后，有其内在

的因果逻辑：墓内祭奠活动必定是在象征“堂”的空间内进行，由于祭奠场所与藏尸之所的合并，即祭奠场所发生

了后（内）移，象征“堂”的空间也随之后（内）移，而之前（外）的空间按现实宅院的结构顺次被打造成了“庭”

之所在。 
  
上述新特征的形成，与河北地区晚唐墓葬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同时，促使其较普遍流行于辽代上层墓

葬的动因，应是佛教密宗“即身成佛”的信仰带动了对“真身”的崇拜和追求，僧人制作真容偶像的风气影响波及世

俗社会，加之汉人传统礼制认为尸体在丧葬活动中不具意义的观念对契丹民族的作用有限，真实身体由此被赋

予了前所未有的神圣性。在墓主生前虔诚信仰与修行的加持下，其遗体不再像过去一般是具“失气之神，形体独

陈”的空洞肉身，而是晋升为了可以被当作偶像接受祭拜的存在［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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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98. 
［46］最后还需一提的是，在与辽代同时的汉人王朝北宋的统治区域，墓室布局并未明确呈现出本文所论及之新特征。如在

中原北宋壁画墓的典型代表之一——白沙 1 号墓内，前室两侧壁分绘伎乐场景和墓主夫妇对坐图，表现了“厅前歌舞，厅上会

宴”的“开芳宴”场景。后室内葬人骨，两侧壁绘持物侍奉的男仆女婢和对镜戴冠的妇人，表现了内宅之景，整体而言仍沿袭

着“前堂后寝”的布局传统。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汉人与契丹人辖区内，固有汉人礼制传统和佛教礼仪所具备的影响力之

差别。参见，宿白 .白沙宋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 

 

 

 

 


